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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政治運動，五四參加者心目中的敵人無疑是日本。所謂曹（曹汝霖）、

章（章宗祥）、陸（陸宗輿）者，在人們心目中，無非是內奸而已。運動預先定下

的文明基調，使得抗議者不可能採取其他手段來傷害敵人，唯一的手段就是抵

制日貨。抵制日貨是五四時期持續最久的運動，一直持續到1920年底，個別地

區延續時間甚至更長。對於一些人而言，抵制日貨甚至成為一生的習慣。曾國

藩的曾孫女曾寶蓀回憶說，她小時候所在的長沙藝芳女校，抵制日貨的十人

團，一直堅持了三十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解散1。當時參加抵貨的人，還

特別強調不要忘記外國人譏笑國人的「五分鐘熱血」，一定要堅持下去。當年還

是小學生的人，對五四的記憶，印象最深的，就是抵制日貨。號稱「民國講史第

一人」的著名史學家黎東方，時在揚州讀高小，不僅參加抵貨，把家É僕人用的

日本牙粉扔掉，換成國貨，還跟四個小夥伴組成「醒華會」，跟在中學生後面上

街高呼抵制日貨2。

一　唯一不能指望的就是政界

抵制日貨，是當時國人用來抗議日本的唯一法寶，大體上類似於美國著名

學者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謂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當時，

軍閥統治比較虛弱，鎮壓困難；而且，在民族主義的風潮面前，軍閥政府對於

鎮壓也縮手縮腳。以當時國人的認識，認為日本第一要靠中國的大米，第二要

靠中國的市場，如果中國人不買他們的東西，日本就會貧窮，甚至衰落。1919年

的天津國民大會宣言說，如果中國人堅持抵制日貨，必使日本「受經濟上莫大之

恐慌」；一份傳單上甚至寫道：「日本原是極窮的國，就是指C賣給我們中國貨

物賺了錢去過日子。我們要是不買他的貨物，他國É既沒有錢用，自己過日子

都顧不過來，那還有心思來琢磨我們。」3

抵制日貨是一種民間行為。參與者對政府極度失望，從而產生了一種不再相

信政府轉而依靠自己的力量以抵禦日本侵略的方案。如一份天津學生號召抵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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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百年中國與世界 貨的演講辭一開篇就說：「我們不幸作了中華民國的人，又不幸作了中華民國的

學生，大不幸又處在現在千鈞一髮的時候。既是一個中華民國的人，就得想一個

方法救國。」4學生號召了學界、商界、報界和勞動界，唯一不能指望的就是政

界；政界不賣國已經夠了，根本不指望政界救國。這樣的議論，在當時很普遍。

事實上，當時的中國政府，無論北京當局還是地方軍閥，對於五四期間聲

勢浩大的抵制日貨運動，基本上處於無所作為的狀態。礙於日本政府的抗議，

各地當局都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但大體上都睜眼閉眼，只求學生不在字面上宣

傳抵制日貨就可以了。抵貨的人們也很識趣，將「日貨」改成「仇貨」，或者「某

貨」，政府方面也就裝作沒有事情發生。只有天津警察廳將跟日本人發生衝突的

學生抓了起來（後來也放了）5；其他各地的軍閥，基本上無所作為，連號稱皖系

嫡系的湖南督軍張敬堯，也不過就是禁止大規模焚燒日貨而已6。有的地方軍

閥，比如駐紮湖南常德的馮玉祥，甚至公開支持學生抵貨。當日本領事出面保

護日商，馮玉祥則拿日本人私賣煙土的案件出來，跟日本領事糾纏，使對方只

好不了了之7。

抵貨的中堅人士，肯定是學生；抵貨的學生，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強烈的犧

牲精神。很多人一開始就把自己和家É人的所有日貨，統統砸掉燒毀8：

「這是日貨，打了去！」一個玻璃瓶的日本牙粉扔出來了，扔在台階

上，立即打碎了，淡紅色的牙粉，飛灑滿地。

「這也是日貨，踩了去！」一隻日貨的洋瓷臉盆，被一個學生倒仆在地

上，猛地幾腳踩凹下去，瓷片一片片地剝落下來，一腳踢出，瓷盆就像含

怨無訴地滾到牆角f去了。⋯⋯

我是一個苦學生，從鄉間跑到城市f來讀書，所帶的鋪蓋用品都是土

f土氣的，好不容易弄到幾個錢，買了日本的牙刷，金鋼石牙粉，東洋臉

盆，並也有一�東洋席子。我明知道銷毀這些東西，以後就難得錢再買，

但我為愛國心所激動，也就毫無顧惜地銷毀了。我並向同學們宣言，以後

生病，就是會病死了，也決不買日本的仁丹和清快丸。

這是方志敏〈可愛的中國〉É的一段描述，看起來像是小說中的情景。其實，這

種情形在當時的中國，只要有學校的地方，幾乎都發生過，大多有過之而無不

及。1919年天津民立小學的學生開會討論，「議定個人所舊存之日本貨一律交由

大會公同焚毀，以為自今日始永不購日貨之紀念。當即一同撿齊，計共分草

帽、書包、洋紙本、墨水瓶、橡皮、畫圖規、竹尺、洋筆桿、筆頭、色紙、畫

圖紙、石筆、石板十三類，約值洋二十餘元。遂逐件拆毀，共付一炬」9。杭州

各個學校組成的學生救國團聯合會，約定於1919年5月18日，「齊集新市場杭州

城站兩處，焚毀個人自有日貨。」當時兩處學生的自有日貨堆積如山，「洋傘、

手帕、草帽、草席、皮包、書盒、大衣、汗衫、瓷碗、盆等」，應有盡有，一把

火全燒了，杭州的警察局還特地派警察來維持秩序bk。長沙搞過兩次萬人規模的

焚燒日貨大會，成堆的日貨在人山人海的廣場上，投入火海bl。

前文提到的黎東方說他在上小學的時候曾參與抵貨，也幹過把家É僕人用

的日本牙粉扔掉的事。這種做法，顯然得到了家中大人的同意。有錢人家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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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肯做犧牲，沒錢的小販家的孩子，也一樣有熱血。長沙北正街一個年方九

歲的廖姓小販之子一天放學回家bm：

忽將家f攤上所擺仁丹、洋火以及其父母所用洋瓷盆牙粉等，凡屬日

貨，一律掀擲於地，用腳踢毀。其父母氣極，而怒將其扭住痛責，其子

遂罵其父母為涼血動物賣國奴不已。其父母因其罵故愈打，而其子見其

愈打遂愈罵。正在糾紛未下之時，適某中學遊行演講學生等前來見悉，

當大讚其子之愛國熱忱，並賀其父母得此佳兒為門楣幸；並有一學生取

出光洋二元給廖，作為賠償損失費，勸令善視其子，勿再責打，並請以

後不得再代賣日貨。廖夫婦大為感動，除洋元力拒不收外，並承認此後

永不再進日貨。

另一個例子發生在寧波大豐昶洋貨店，店主是寧波學生聯合會會長張傳疇的族

叔，店產跟張傳疇有「承繼」關係，但是，當這個規模不小的店依然在賣日貨的

時候，張傳疇帶領學生，把店É的大批日貨，一把火燒掉bn。

在抵貨運動的高潮期間，學生不僅不買日貨，而且不跟任何與日本有關的

事沾邊，車不坐，船不乘。學生和市民組織大型集會，當眾焚燒日貨，這樣的

事情，在各地都有；所燒毀的日貨，既有抄查來的，也有學生自己的。毀掉自

己的日常用品，是一種犧牲；而轉購價格和效用尚不及日貨的國貨，也是一種

犧牲。從某種意義上說，正因為學生有這樣的犧牲精神，身體力行，佔據了愛

國和自律兩個道德制高點，抵制日貨才得以如此大規模地推進。

二　學生得到各界的支持

抵貨運動，主要涉及禁賣和禁買日貨，但以禁賣為主。事實上，作為一般

老百姓，只要貨物便宜，並不在意是哪國的產品，只要有人買，就會有人賣。

據《大公報》報導，1919年6月16日，長沙學校放假，街上沒有了學生演講和檢

查，一些店鋪就開始偷偷賣日貨，「而無知愚民只知貪圖便宜，樂往購用」bo。

提到禁賣日貨，必須強調學生以及其他運動積極份子的一種組織——救國

十人團，這是五四運動中一種特別行之有效的動員組織，十人一組活動（實際上

也未必），自從在北京誕生之後，迅速被各地複製，成為五四運動宣傳、動員、

組織活動的基本組織形式。需要說明的是，這種組織並非甚麼核心團體，而是

普及性組織，凡是熱心運動者，無論大中小學生，都可自行組織，小學生似乎

更積極。不用說，這種組織在抵貨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除學生之外

的市民，仿效這種組織的便有「正義團」和「鋤奸團」等名目，對抵貨運動也起了

很大的作用。事實上，這類組織無處不在，無孔不入。正因為如此，抵貨才能

夠在短時間內產生巨大的效果。

十人團在抵貨運動中的作用，主要是透過演講和上街勸阻商家買賣日貨。

學生的行動能夠奏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事先已經得到工商界的同意（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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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百年中國與世界 稍後還要提到），各地在開展三罷活動（罷工、罷課、罷市）時，學界和商界就已

經達成了抵貨的共識，加上包括店員和工人在內的市民也相當有積極性，商家

多數都能遵守協議，不賣日貨。在這種氣氛下，個別商家的「違規」之舉，就比

較容易被十人團糾正。上海的運動一開始，1919年5月7日，上海各界二萬人召

開的國民大會就在會上作出各公司停辦日貨的提案，致電錢業公所不用日本鈔

票，號召全國商界「與日本斷絕商業關係」bp。緊接C的5月9日，上海《新聞報》報

導，上海商民公布，「自5月9日起，一、不進日本貨，二、不裝日本船，三、不

用日本紙幣。一致進行，堅持到底」bq。在天津、北京，以及全國各大城市差不

多都有這樣的共識。隨後上海工商界各個行業公會（行）紛紛表態，支持抵制日

貨，不跟日本人交易，報界也一致不登日本的廣告br。天津各界在結束三罷之

後，召開各界聯席會議，學界提議日後限制「各商號不得再訂日貨及用日幣」，

而且組織「日貨檢查團」，得到商界的普遍贊同bs。

但是，1920年代前後，日貨在中國滿地都是。那時的日本，很有點類似於

今日的中國，製造業非常發達，日本貨就是便宜貨的代名詞。因此，作為大而

貧弱的近鄰居民，中國人對於日貨有相當大的消費量。中國商人中，買賣日貨

甚至專賣日貨者，數目不少，即便他們都樂意遵守抵貨的協議和公約，但因此

造成的損失卻是他們負擔不起的；即使全部轉為賣國貨，也需要一段過渡的時

間。因此，抵貨運動的組織往往會給這些商家一個時間限制，讓其處理陳貨，

但是在這期間，不許新進日貨。天津為了防止商家作弊，遂由各行業組織統一

清理bt。較溫和一些的做法是，限定一個日期，檢查商家的現存日貨，經蓋戳才

可以銷售，同時不許進新貨；如果發現沒有蓋戳的日貨，則一律沒收ck。

三　暴力抵貨屢見不鮮

儘管如此，在抵貨運動的高潮中，愛國道德的訴求，往往是愈拔愈高，激

進的學生，往往恨不得立刻就把日貨從中國根絕，大規模開展焚毀日貨活動。

急切行動的壓力，使得很多商家為了響應號召，或者躲過風頭，也迅速地收起

了日貨；日貨檢查，也很快開始推行。當然，也有個別的商家堅持買賣日貨，

尤其是某些向來專做日貨生意的商鋪，即使有心收手，也很難在短時間實行。

對於這樣的「違規者」，如果讓上街宣傳的學生趕上，肯定會遭到勸阻和抵制。

此外，各地學生和市民還組織日貨調查團，到處搜查日貨，商家如被發現還在

買賣日貨，就會惹上麻煩。

事實上，在抵貨高潮中，「違規行為」即使沒有碰上十人團，幾乎都會被人

揭發，馬上就會招致十人團前來。上海零售業巨頭先施和永安公司，停賣日貨

的動作稍微慢了一點，要求盡早把存貨「竭力沽清」再行履約，便馬上招致救國

十人團的警告，限期撤除貨架上的日貨。此舉嚇得兩大商業巨頭馬上聲明，自

1919年5月22日起，寧願犧牲血本，「以示與眾共棄之決心」cl。

和平的勸說就可以奏效當然好，採取把日貨偽裝成國貨（撕下日貨商標換上

國貨商標、改包裝等等）銷售之類的軟性抵抗，也無可厚非，但是，也有在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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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還敢頂風者，就是不服從抵貨。這樣的人，不是迫於生計的壓力，就是有日

本人做後台，很難輕易罷手，有時甚至會導致暴力衝突。

日貨店鋪的貨品乃至店面被學生和市民搗毀的消息，經常見諸報端。這些

遭殃的店鋪，不僅不會得到市民同情，還會遭致同業開除的懲罰。甚至上海的

報關公所，也採用同行評議的方式，對那些私自偷運來的日貨，直接銷毀cm。廣

州抵貨的情形，特別火爆，街上凡是戴日本草帽的人，「不由分說，群起奪而毀

之，無一得免」。儘管有軍警彈壓，但街上帶電燈的日本仁丹廣告牌、日貨店鋪

的招牌和玻璃窗，還是一律吃了磚頭cn。有人甚至回憶方志敏當年在街上檢查日

貨，發現有人穿的長衫是日貨，當場上去就給人扯下一大塊布下來co。

有意思的是，儘管北洋政府明令禁止抵貨，但警察卻往往對學生的暴力行

為不聞不問。5月10日，上海學生在小東門附近檢查一家商鋪，發現有日貨陳

列，經勸說無效，遂將貨品扔到地上，店主向崗警投訴，「該警以其自取其咎，

置之不睬」cp。長沙坡子街華泰長洋貨店暗進日貨，被學生發現後，將「該店貨

物搗毀」，搗毀後還請警察來勘察現場，並證明學生沒有趁火打劫。警察居然

「當蒙允諾」，學生「整隊歸去」，一點都沒因搗毀貨物的行為而受到追究cq。

因暴力抵貨遭致警方干預的事，只在天津發生，部分原因是學生的行為太

過火了，而且直接涉及了日本人，警方擔心會引起外交糾紛。天津的「魁發成事

件」就是有名的一例。關於這一事件，有各種說法，有些很戲劇化，據比較平和

的《大公報》的報導：1920年1月23日，調查日貨的學生在天津東門內盧家胡同魁

發成料器莊（在周恩來《警廳拘留記》É，說是洋廣雜貨店），檢出日本料器二十餘

筐（周的記載是日本燈罩），期間還有跟該店鋪來往的日本商人和日租界巡捕到

來，問學生要檢查執照，雙方發生爭執。然後，更多學生被招來，跟店鋪夥計

發生衝突，貨物被打碎，最後學生將該店夥計裴某、張某押往商會。第二天，

國民大會委員會在商會開會，議決將裴某「遊街示眾」。警察出來干預，學生方

面「後復有七八人群起架起蔡署長左臂，欲將其一同遊行示眾」。最後的結果

是，魁發成的店夥被釋放，有六名學生被捕cr。其實，早在1919年7月，據學生

自己辦的《南開日刊》報導，他們就已經將繼續買賣日本綿紗的萬德成綿紗莊的

店夥（店主溜了）遊了街cs。

當時，人們將堅持買賣日貨的商人視為「奸商」。因此，遊街示眾這種做法

相當普遍，比這還要過份的也不罕見；有的地方，如寧波，還給「奸商」戴上高

帽子ct。據長沙一些老工人和店員回憶，當時他們組織「鋤奸團」，對付買賣日貨

的「奸商」，採取過用尿、洗澡水和洋油淋頭、打悶棍、打石頭、用硫酸鏹水潑

的懲治手法，甚至將偷賣日貨的商人捆起來，口中塞上棉花，用小鑽子鑽dk。這

些回憶，由於是後來做的，也許有誇張的成份，但對「奸商」的暴力懲戒確實普

遍存在。

四　工商界支持提倡國貨

抵制日貨的另一面，是提倡國貨，宛如一枚硬幣的兩面，這也是為甚麼工

商界對抵制日貨特別積極的重要原因。無論是懷有實業救國之志的企業家，還

抵制日貨的另一面，

是提倡國貨，這也是

為甚麼工商界對抵制

日貨特別積極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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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商人，除了專做

日貨進口生意的人之

外，對於提倡國貨，

都有很大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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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熱情。那個時代，中國關稅不能自主，國門洞開，龐大而貧弱的中國，在

以工業化崛起的日本商品衝擊面前，完全沒有招架之力，成了日本的商品傾銷

地。便宜的日貨佔據了中國日常消費品的絕大份額，將中國的民族資本壓迫得很

苦。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列強忙於歐戰，最大的獲利者其實是日本產業，

使得日本資本得以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突飛猛進，變成壓在中國工商界頭上最大

的一塊石頭。這也是為甚麼五四運動能夠這樣容易在工商界引起共鳴的原因。

事實上，在當時的條件下，在市場上，中國國貨很難跟日本貨競爭。很多

日用品，比如學生常用的臉盆、牙粉、墨水等，國產品牌很少，而且市場佔有

率很低。學生要找國貨的替代品，臉盆只能用手工生產的木盆或者銅盆。顯

然，五四抵貨運動，給國貨帶來了一個機遇，只有通過這種全民的道德抵制運

動，國貨才有喘息之機。

事實上，各地學生和商家聯合組織「國貨維持會」，一面檢查日貨，一面提

倡國貨，力度一樣大。透過演講、喊口號、貼標語，一面說提倡國貨，一面說

抵制日貨。學生經過調查，將日用國貨產地品牌開列出來，詳細標明對應替代

日貨，印發給市民，比如國貨人丹替代日本的仁丹、國貨三星牌牙粉替代日本

的金剛石牙粉等等dl。有的地方碼頭工人鼓動乘客坐中國船，不坐日本船，如果

乘客聽勸，則免費把行李帶上船擺好，如果不聽，「就把乘客的行李亂丟，口É

還罵『亡國奴』」dm。也有學生來到碼頭上勸說旅客不要乘坐日本船，如果不聽，

就在人家衣服上蓋上「亡國奴」的印記dn。

此外，也有一些學生出面和工商界合作，直接上街推銷國貨。長沙縣立第

一高等小學整隊遊街，販賣國貨，一隊軍樂，一隊童子軍，一隊為「販賣隊」，

「其貨如牙粉、人丹、信紙、毛巾等類，極其充足，購者甚夥，一時應接不

暇。」一些女校學生，組織「國貨販賣團」，揹C國貨上街發賣，「並隨地演講提

倡國貨以救危亡各情形，聽者無不鼓掌。其貨物價格較市面上為廉，如洋襪手

巾等物，俱僅售同元十餘枚，故購者甚夥。」do有的中學生組織國貨販賣團，一

邊提籃賣貨，一邊散發國貨貨品單，如同廣告dp。天津小學生組織的救國團，

下設有「販賣部」dq。天津十人團總部也在張羅成立「國貨公司」，分第一、第二、

第三分公司，意欲讓國貨公司遍及國內dr。有這樣熱情而富有獻身精神的學生，

營造出同仇敵愾的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氛圍，對於中國本土的工商業者而

言，簡直是盛大的交易會。

民族工商界無疑是運動最大的贏家。日貨的萎縮意味C國貨的大賣。這期

間，工廠開足馬力生產，商家興高采烈買賣。一些新的企業計劃趁C運動火熱

紛紛出台。上海紡織業增加資本投入，添置機器；鐘錶業組織鐘廠；愛華肥皂

廠也擴大生產，增加資本ds。在天津，鮑子州、范竹齋等人籌辦北洋第一商業紡

織有限公司，另有二十餘家商號聯合開辦紡紗廠。大名縣的國貨維持會，也要

組織民利工廠，專營織布業dt。當時的中國，電器市場一直被日本壟斷，上海有

人趁此抵貨之機，開辦自己的電器廠，向美國訂購機器。一向為日貨佔據市場

的桑皮紙，也有商家打起了主意，準備自己開廠生產ek。寧波商人算是當時中國

工商界的翹楚，他們在抵貨運動之後，辦起了美球襪廠、翔熊軟席廠、瑞成洋

傘廠和民醒砂皮廠el。

在當時的條件下，中

國國貨很難跟日本貨

競爭。很多日用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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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抵制運動，國貨才

有喘息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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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有人趁機發愛國財，上海大馬路方九霞潤記銀樓發明「國恥金戒」，

「一般熱誠愛國者，咸樂為購買。」em有個賣冰激凌的，在攤上掛白旗一面，「上

書『冰冰冰！同胞快吃我的冰。吃仔我冰就可醒。大家罷市救學生，都要有齊

心。醒醒醒！快快來吃我的冰。吃仔我冰救可醒。諸君吃了勿要學那五分鐘熱

心。』」en資料上沒記述生意怎樣，但估計跟銀樓一樣，大發市利。這些行徑看

來雖然有點彆扭，但絕不能說人家不符合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宗旨。

學生在國貨製造運動中也試圖一展身手，譬如當時的出版物有介紹自行製

造墨水的方法。黎東方在五四運動期間，就自己買了原料，「如法炮製」，造出

了紫色的墨水，但因為有沉澱，賣不出去eo。濟南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開辦了

愛國商行，自己用布和綢子縫製手絹、織線包、書包，還做傘，在手絹上更繡

上「勿忘國恥」、「抵制日貨」等字樣，只可惜堅持不了多長時間ep。

五　抵制日貨的經濟效力有限

抵制外貨，在中國並非第一次。但是1919至1920年這次卻持續時間最長、

波及地域最廣，同時也最為深入。從黑龍江到廣州、從上海到四川，甚至一些

縣城，都捲入抵貨運動之中。這是一場針對日本人和日本產品的全面抵制。商

家不進日貨，不用日圓交易；學生和市民不買日貨，不乘日本輪船；碼頭工人

不裝卸日貨；報紙不登日本廣告；連黃包車夫都拒絕載日本人。這樣的全民抵

制，對日本的對華貿易，造成了沉重打擊。

據天津《益世報》轉載日本《大阪每日新聞》消息，自抵貨發生以來，1919年

5月的輸華商品，較之平時已減去百分之三十。由於大阪與中國的商貿關係最

深，因此受影響最大。《益世報》還刊載了上海海關1918年7月和1919年7月日貨

輸入比較，從中可以發現，日本輸華商品，除了紫銅一項，其他都有幅度很大

的下降，其中日用品下降最大，即使是下降幅度最小的布，也有一半以上。雨

傘的下降幅度最為悲慘，從將近八萬把降到了零，這跟各地抵貨時人們拿日本

雨傘出氣，拆毀且踏上一隻腳的情景，遙相呼應eq。

另外，日本人佐野袈裟美寫的《支那近百年史》也提到，在五四運動持續的

一年É，日本對華貿易受到了很大損失，對華輸入減少了百分之四十er。走私的

減少量，還沒有計算在內。台灣老資格的歷史學家郭廷以，當時是開封的一個

中學生，也非常積極地參加了抵貨運動，在交通要路檢查日貨。他回憶說，眼

見得，逐漸日貨就沒了，「而美、英貨卻漸漸多了」es。一名參加運動的雲南人回

憶說，1919到1920年間，日本綿紗對雲南的輸入，少了「十分之九」et。

當然，我們也看到，即便中國已經成為日貨傾銷地，但總體上由於中國人

消費能力過低，絕大多數農民實際上不怎麼購買日用工業品，消費者僅限於城

市É的學生和部分富裕的市民，因此，日本輸華商品量雖然對於某些城市而言

是不小的，但就日本的整體貿易來說，尚非最主要的部分。中國市場固然對於

日本很重要，但並非最主要的一個市場。通過抵貨就可以讓日本衰落的想法，

顯然並不現實。況且，當時中國農民消費洋貨最大的部分，是購買機製綿紗，

日本輸華商品量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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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農村，即使深入到了農村，想將日紗完全驅逐，也是相當難的一件事。從

這個角度說，即使是五四這種持久而深入的抵貨運動，其效力也是有限的。

六　抵制日貨的是非沒完沒了

抵制日貨的是非，即使到了今天，依然很難說。一方面，中國這樣的主權

不完整、關稅不能自主的弱國，在一個正在走工業化上升路線的強鄰壓迫下，

孱弱的民族工業，如果沒有特殊的機遇，事實上很難出頭。明眼人都明白，僅

僅靠市場的競爭，國貨一時半會兒仍是無法跟日貨匹敵的。抵貨運動的初衷，

是通過不買日貨，削弱日本的實力，但最終卻是落到振興國貨上。不管怎麼

說，五四運動中的全民抵貨，給了民族工商業一個喘息的機會。我們常說的第

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第一個黃金時期，É面應該有抵貨運動

一份功勞。五四的抵貨運動，跟五四示威遊行一樣，從後來的結果看，不僅拉

動了民族工業，而且的確起到了喚起民族覺醒，向世界展示民族力量的作用，

對於不久後的關稅自主爭取行動，也有非常正面的意義。

但是，抵貨畢竟伴隨C暴力和強制，一種愛國道德至上的暴力和強制，至

少在抵貨高潮的時候，非法地傷害了日貨經銷商和購買者的利益。這些人不僅

物質利益受到很大損害，精神上也受到很大侮辱和刺激，如被冠以「賣國賊」、

「奸商」、「亡國奴」、「冷血動物」之名。顯然，這些人即使貪圖私利，也似乎沒

有多大罪過，跟賣國根本沾不上邊。買賣日貨，對於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而

言，僅僅是謀生的需要，至少，筆者還沒有發現有哪個人真的是出於維護日本

利益而堅持買賣日貨。他們的「過錯」，從道理上講，是不顧民族利益的大局；

從當時的情勢來說，則是不服從集體行動，但是，這種集體行動，從未徵求過

他們的意見。

所以，問題就來了，到底一般的國民，有沒有義務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

益，做出個人利益的犧牲？如果這種犧牲出自國民的自願，當然沒有問題，值

得稱頌；但如果個人沒有這種意願，另一部分人以暴力和強制的方式強迫他們

遵行，不僅妨害了他們的自由，而且造成身體和財產的傷害，這樣的強制，是

否像我們一貫認為的那樣天然合理？反過來說，如果不採用暴力和強制，全民

抵貨能否落實，又肯定會是個問題。就像西方工人罷工一樣，如果不組織糾察

隊，強力阻止廠主從外地招工進廠，任何罷工都堅持不下去。

必須承認，這個問題是一個兩難的難局。之所以有這個難局，關鍵在於當

時特殊的情勢——國家主權不完整，關稅不能自主，中國市場變成了日貨的傾

銷地，而中國國家政府沒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只能靠民眾自行設法。演成這

樣一種局面，事實上對於運動的參加者而言，也是不得已。即使在當時，要想

根本禁絕日貨，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愈是小的地方，日本產的日用消費品銷

量不大的所在，抵貨運動的阻力反而愈大，因為在沒有相應便宜的國貨替代品

的情況下，抵制日貨的結果，是直接損害了當地人必不可少的基本消費。一個

當時山東諸城的小學生回憶說，他參加抵貨之後，回到村É，靠做小生意為生

抵貨伴隨U暴力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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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戚都躲C他，一個大叔對他說：「實話說了罷，我這個小買賣就不用作了，

你穿的大褂是日本工廠織的布，你唸的書也是日本工廠出的紙印刷的。」fk另一

個在洛陽參加抵貨的中學生回憶說，洛陽的商家對抵貨就不熱心，自己的一個

做店夥的表兄，還嚇唬他們說：「你們抵制日本貨，惹惱了日本人，派兵打來，

看你們怎麼辦！」學生抓到了一個偷運日貨的「奸商」，捆了起來，這個「奸商」不

但不服軟害怕，反而憤憤不平地跟學生大叫大嚷fl。安徽蕪湖的商會對抵貨也不

積極，以致憤怒的學生把商會砸了，「首先拆了商會的電話，後來又把商會辦公

室內的傢具打得一塌糊塗，有些東西簡直被砸得稀爛」，連商會會長的頭都被學

生打破了fm。

更進一步說，即使禁了日貨的輸入，那麼在中國的日資工廠產品怎麼辦？

抵貨的時候工人可以罷工，但總不能一直罷下去。很多農民織的土布，實際上

用的綿紗卻是機紡的，其中就有不少來自日本開的工廠。這種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局面，其實不待全球化，當時已經出現了。

就算抵貨運動對國貨的保護和民族工業的推進有幫助，效果也是有限的。

我們必須承認，由民族主義高揚而發生的抵貨運動，對於民族工業的刺激，只

能是暫時的；民族工業的壯大，從根本上說，還得靠工商界自身的努力，以及

國家的扶植和適度的保護。有關這一點，其實抵貨運動中的一些明智者已經看

到了。1919年7月24日《南開日刊》上的一篇評論說道fn：

我們想想，現在中國的「家庭工業」、「手工製造業」已經完完全全的被

外國來的「機器製造品」打滅了。我們日用的東西，幾乎離了外國舶來品便

不行了。我們在經濟上，已經做了外國的「工業戰利品」，已經失了自己的

「獨立權」。我們如果不把這獨立權恢復轉來，有甚麼方法，可以達到我們

「國民自決」的目的呢？所以我們今天頂要緊的就是要能夠「國民自給」。中

國人方才有經濟上的獨立權，方才有主張國民自決的勇氣，方才有實行國

民自決的力量。

不錯，不錯，大家已經明白這個道理了。大家在那f提倡國貨，就是

這個道理。但是大家所提倡的國貨，是不中用的，為甚麼呢？因為這些物

品，和舶來品競爭，已經打過好幾次敗仗的了。今天靠w大家的「愛國狂

熱」是可以暢銷的，明天這群眾的「愛國狂熱」減少了，中國的市場，仍舊要

被「舶來品」佔領去的。

這些九十年前的話，在今天讀來，依然很耐人尋味。值得一提的是，跟五四

抵貨差不多同時，印度的甘地也在領導一場針對英國人的抵貨運動。五四的抵

貨運動，沒有像甘地那樣，提倡回到土紡車紡紗織布、土法煮鹽的中世紀狀態

去，而是加快自己的民族工業的建設，應該說，這是值得國人自豪的。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在整個抵貨運動期間，日本方面雖然多次提出抗

議，但在華的日人，大體上還表現得比較克制。只有在日本勢力特別大的山東

和福建，才出現了一些衝突，也只有1919年11月的「福州事件」鬧得比較大，最

後演成中日間的外交糾紛。也可以說，儘管抵貨運動的組織和參加者表現了最

我們必須承認，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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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百年中國與世界 大的克制，盡量避免波及日本人、避免跟日本人直接衝突，但是對於中國的抵

貨運動，當時日本政府的應對，總的來說，還是比較溫和的。這也是運動最終

沒有進一步演化成對抗，和平落幕的一個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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